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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创立之初，中国的教育学就一直存有某种恐慌———“在异
域理论的‘驱动’下，在其他学科的‘挤压’下，在意识形态的‘控
制’中艰难行进，努力挣脱依附的生存处境，谋求自主的发展空
间”〔1〕。这种恐慌本质上源于对价值的迷茫：学科知识（价值客
体）是否能够很好地满足价值主体（学科共同体：理论者和实践

者）的期望和要求，能否真实反映教育存在的本质和教育的终极

目标，能否帮助日益复杂的教育实践得到实际的改善……这些
教育事实与理想价值之间的矛盾让我们“恐慌”。正是因为教育
是面向人类未来的、指向人自身发展的特殊实践，因而“超越性”
本质是教育的独特属性，在此基础上，“我们的历史、现实是怎样
的”和“我们的未来应该是怎样的”这两个核心问题都包含在对
于学科“价值”的关系和判断之中———教育研究的“价值”作为对
美好教育未来之“可能”路径与必要追问，将我们带入未来教育
学的发展之维。

一、历史审视：中国教育学的学科发展之路
中国的“教育”历史悠久，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思想家，
将一个博大精深的“中国古文化”奉献给了世界，其中所包含的
教育思想深刻影响着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承和教育实践。与此
不相匹配的是，中国的“教育学”，即作为一门学科形式出现的
“教育学”，则是近代以来才发生的，它在中国的“降生”，有学者
称之为“降临”而非“诞生”〔2〕，较为贴切地描述了“教育学”在中
国本土的起始过程和存在状态。
从文化自身的延续规律来讲，中国的教育学理论应该是与

中国的传统文化（教育观念）一脉相承的，而事实上，中国的教育

学与中国传统教育之间却是完全断裂的———也就是“教育思想
史与教育学科史，并不是两个‘等价’的概念”〔1〕，教育学在中国

不是本土创生或经过本土改造的，它是一个“舶来品”。在全盘引
进的过程中，中国的教育学经历了极为独特的发展历程：在目的

上，它的产生并非是受到自身知识系统与理论发展的“内驱”，而
是受当时（19世纪末 20世纪初）新办师范教育的“外需”，为解
燃眉之急，不得不“拿来即用”，因而违背了学科自身的发展规
律———知识结构的更新生成独立的知识系统，从而形成学科。以
“用”为目的的教育学，必存在着“先天不足”的历史基因。从发展
过程看，中国教育学有着极为“戏剧化”的演进情节———在传统
与现实、外来与本土、学科内部与外部异常复杂的关系中，“几度
兴废、几番沉浮”〔1〕，历经“多次的‘整体式转向’或‘推倒（或抛
弃）重来式’的‘发展’。并且，几乎每一次的‘推倒重来’都循着基
本相同的路线：中断历史—重新启动—简单模仿（或演绎）—初
级综合—建立体系”〔2〕。中国的教育学经历了“先抄日本”、“继
袭美国”、“再搬前苏联”〔1〕的盲目引进过程，先后经历了三次知

识结构的中断，还经历了极为特殊的本末倒置、受政治意识形态
控制的教育政治化阶段……中国教育学从殖民化到独立性发展
的一百年里，急功近利的心态使其陷入非此即彼的思维，走过了

一条极为复杂而曲折的道路，直至改革开放以来，才趋于理性地

审视自身，并于伟大复兴之中迎来了新的历史使命。教育学在中
国的演进大体可划分为六个主要阶段，具体见图 1。
第一阶段（1901—1919年）。这是教育学“西学东渐”的起始
阶段。此阶段的教育学，在哲学思想上沿袭的是德国康德的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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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教育观，以全盘引进为方式，应当时新办师范学堂之需，从

日本取“西洋之法”（即赫尔巴特的教育理论），①由王国维先生译
介立花铣三郎讲述的《教育学》②———这是我国近代“教育学”作
为一门学科出现的开端。由于其最初引介的目的是“应急”，故选
择了典型“拿来主义”的方式：从数量上，“20世纪上半叶共约引
进 245本，而这一阶段（1901—1915年）就引进了约 118 本，占
整个引进数的 48.2%”；在选择上，以“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
洋”〔3〕 为取向，此阶段被引介的 118本著作绝大部分求借于日
本，其中“日译本约 84本，占总数的 71.2%”；从引进方式来看，
呈现出“在引进时存在着盲目认同，无组织、无选择地引进，本末
不具，派别不明，惟以多为贵”的基本特征〔4〕。以“用”为旨的中国
教育学的始入，造成了中国近代以来教育学科发展史上的第一

次思想中断———即古代传统教育思想与近代学科知识的断裂。
第二阶段（1919年—1949年）。此阶段的教育学在哲学上奉

行的是美国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在经历了辛亥革命、五四
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教育学的学习方向由日本转向欧洲，此时

西方正在进行着另一场教育学的“科学化”运动，此运动的结果
是：以赫尔巴特为代表的“传统教育学”在经受西方“经验科学”
的冲击下被彻底瓦解，从而形成了以美国杜威为代表的实用主

义教育的新思潮。在此阶段，教育学的体系逐渐发生变化，各分
支学科迅速衍生，同时，引进的态度也由从前的全盘接收逐渐趋

于理性，“引入”逐渐具有了选择性，即能够自觉地对照中国的教
育实践，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从“西体中用”（西学为体，学为中
用）转向“中体西用”（以中为体，以西为用），有选择地引进，并能
根据中国的实际在内容上进行删减和变化，从完全“西化”的学
科存在朝着“中国化”的思路一步步靠近。在数量上，此阶段共引
进著作 120本，学习对象以欧美（主要是美国）为主，并呈现出多
元的趋向，例如，加入了部分前苏联著作的引介。从总体上看，第
一阶段到第二阶段的 50年时间里，中国教育学最初走的是一条
捷径，共引进学科 26门，将西方百余年的教育学科发展史压缩
在 50年时间里完成，以“速成”的方式初步建立起了对于中国来
说一个崭新的、陌生的“教育学科框架和体系”。
第三阶段（1949—1957年）。这一阶段的教育学在哲学上完

全是照搬前苏联的所谓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

唯物主义的思想。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的教育学在阶级斗争的
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下，又全面接受了社会主义的改造，开始了

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全面投向前苏联的学科意识与发展的转向。
在此阶段，由于极端化意识的影响，中国教育学再次重复了“推
倒重来式”的思维轨迹，全面否定最初好不容易舶来的“西化产
品”，以“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转向对前苏联思想的“迷信”之
中，又开始了新的“全面引进”、“模仿复制”的发展路径，同时不
断向前苏联引介著作并改编成册（教材）。此阶段，以马克思主义
思想为指导，中国的教育学科建设引进了凯洛夫主编的《教育
学》、奥哥洛德尼柯夫和申比廖夫著的《教育学》、叶希波夫和冈
察洛夫著的《教育学》等〔1〕。在此基础上，以前苏联教育学框架
为蓝本，我国也自主编著了一些教材和讲义，但无论从形式还是

内容，此改造都可看做是前苏联教育学的“翻版”，并未出现原创
意义上的中国教育学著作。从知识进程和结构来看，此阶段的教
育学完全切断了解放前全面学习西方的教育经验和初步形成的

教育学体系，在思想上造成了中国教育学学科发展史上的第二

次思维断裂—与西方教育思想的断裂。
第四阶段（1957—1976年）。此阶段在哲学上以批判前苏联
的所谓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同时，坚持毛

泽东的所谓“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观念。此阶段可划
分为两个历史时期：1957年到 1966年，主要是以毛泽东思想为
主导，以“语录式”为知识表达形式，将教育学学科的发展与政治
化路径混同起来，造成了严重“学术政治化”倾向；进而，1966年
至 197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教育学学科发展关键的 10年又
被湮没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之中，出现了严重的学科发展之倒退。
然而，这两个时期却呈现出一个共同点，即中国的教育学从“学
术性”知识形态转向“政治意识”形态，此时，教育革命与阶级斗
争相互映衬，政策语录与教育内容相互关联，产生了教育学学科

发展史上由知识性、学术性转向政治性的第三次思想中断。
第五阶段（1977—2000年）。此阶段在哲学上经过质疑前苏
联的所谓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同时，提出了

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的思想，并在教育观上逐渐确立了马克思

图 1 中国教育学学科发展路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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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日本教育学深受西方教育学影响，从 19世纪 80年代用以“教育学”的概念，此教育学可以算作德国教育学的翻版，即以赫尔巴
特为代表的德国传统教育学思想。

②此著作连载于罗振玉创办的第一本教育专业杂志《教育世界》的第 9、10、11号（1901年 9—10月）。



的人学理念。在经历了复杂的历史变迁后，无论从经济还是文化
建设，当代中国都处于百废待兴的状态，中国的教育学也在此阶

段的文化复苏中开始了新的学科的重建。根据中国教育学的发
展实际，对于学科的重建反思了曾经“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不
再局限于向欧美、前苏联（俄国）或日本某一个国家（或某一个地
域）进行学习，而是将目光投向全球，在博取众长中试图建立多

元的知识体系。在学科视阈上，也不再固步自封，更为关注世界
范围内教育学领域的发展动向，同时，学科自觉性逐渐加强，随

着元教育学理论的研究深入，中国的教育学已具有了初步的自

省能力，在吸收（引进）与内化（思想转化）的过程中，逐步走向独

立化的发展阶段。
第六阶段（2000年至今）。在哲学思想上，此阶段一方面致

力于恢复博大精深的中国儒家传统文化的教育之根，另一方面

则以各色后现代理念以及新马克思流派的理论争论为焦点，在

学术争鸣中推动中国教育学的繁荣发展。历经了百年求索，中国
的教育学学科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从历史的“全盘西
化”到“本土改造”，从“多元参照”到“文化自觉”，进入 21世纪以
来，中国教育学学科建设进入了一个“原创性”引导的阶段。此阶
段的关键是需要处理好中国教育学与西方教育学的“创造性”并
存的关系，理性看待教育学所植根的土壤和理论移植产生的“水
土不服”的现象，立足中国文化与教育现实，对外来知识进行必
要改造的研究与发展事实。

二、存在根基：教育学学科性质的价值追问
从教育学学科发展的历程看，中国教育学的创立是“外生

的”而非“内发的”，因此，其在根源上缺乏一种内在的学科存在
根基。这种文化本源的缺失使得中国教育学科在发展中不仅“先
天不足”，缺乏“自我意识”，同时，很难抵御外来文化的侵袭，面
对外来理论极具“依附性”，对本土文化与传统知识缺乏自信，故
而丧失了对中国教育学“应然”层面的理性思考以及对学科性质
及关系（中西关系、学科内外部关系）的分析、选择和判断力。如
果说中国的教育学最初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势下不得不“拿来即
用”的话，那么，如此百年之后，仍找不到自身理论之根基，仍缺
乏中国原创之力，确实是中国教育学人极大的悲哀。聚焦至价值
的层面，中国教育学寻求自身的关键就在于明确性质，摆清关

系，以本土教育实践为基点，旨于解决中国教育的问题。

（一）以“用”为体：中国教育学引进的特殊背景
对中国教育学学科性质的判定极为复杂，既有外部对于学

科性质的干扰（因中国教育学科属“引进”的概念），又有自身特
殊的学科发展背景（我国国情），因此，愈加难以辨别真伪。在学
科性质的判断上，首先需要厘清中国教育学的“性质”能够作为
一个问题存在的原因，即什么因素导致了教育学学科出现了性

质不明的状况———而这种状况又必然与教育学发展的历史背景
紧密相关，它集中反映为一个根本性问题：教育学到底应该是一

门理论性学科还是应用性学科？

在学科建立之初的极为特殊的历史背景中，中国的教育学

是以“用”为旨的，此“用”又可进一步延伸为三个层面：作为目的
之“用”，作为功能之“用”和作为性质之“用”。在目的上，“用”可
以追溯到教育学“引进”的源头———“创办师范学堂之课程”急

需，此“用”指的是“直接使用”或“拿来即用”。在功能上，“西学东
渐”的核心是“西体中用”，即以西方引进的知识作为中国教育实
践之“用”，以解决中国教育实践的问题。因此，于功能的视角，教
育学是指向“教育实践”之学，此“用”可理解为“作用”，即要具有
实用性。第三个“用”是作为学科性质之“用”，即指“应用性学
科”。这个规定并非源于中国本土的解释，而是在学科引进的同
时，西方教育学（尤其是欧美教育学）就将教育学视为一门“应用
性”学科，具体见表 1。

表 1 中国教育学学科定位的特殊背景

层次 基本指向 内 涵 背 景 性质来源

目的 “用” 使 用
（拿来即用）

解“兴办师范学
堂”之需

中国内需

功能 “用” 作 用
（实用性）

“西体中用”，解
决教育实践问题

性质 “用” 应 用
（应用学科）

教育学是一门
“应用性”学科

西方“引进”
之规定性

一直以来，中国教育学学科被指向“用”，此实用性的观念既
受西方的影响，也有自身特殊的历史背景，可谓是中西结合的思

想产物。以“用”为目的，使得中国的教育学在知识的源头上缺乏
理论根基，关注于教育学产生的“直接功能”，本着“实用”的心
态，“把作为人类知识总体中的一门学科的教育学，与作为师范
学校课程之一的教育学混为一谈”〔2〕，把作为教育学理论发展规

律与系统之学，与作为解决实践的“问题”之学（有效“良方”）混
为一谈，降低了“教育学”作为一门普遍性知识的层次与价值，使
教育学沦为了一门注重实效的“技术性”学科。这种“实用”的心
态为教育学科所带来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站在新世纪的起点

上，也有大量的教育学者以“科学主义”态度看待教育理论，将教
育学作为“应用学科”的分支，忽视甚至蔑视教育理论的价值，抑
或认为教育理论即是应用研究成果的归纳与整合，并无纯粹教

育理论可言，也无独立存在的必要。
这种“实用”的心态在当前的教育学领域普遍存在，我们仍

能不时听到一些教育分支学科甚至从事教育理论研究自身的人

高谈阔论“教育学没有理论”，那些对于教育学理论存有信仰的
人，对此论调尽管“不服”，也只能忍气吞声，因为对于中国的教
育学来说，确实还未出现令理论界扬眉吐气、昂首阔步的“教育
事实”（理论成果），教育理论研究也并未出现质的突破，在很大
程度上，理论的发展依旧循着“外部”（外来理论）的影响在被动
地接受与延续，而非“创生”；理论界依旧在努力找寻自己可能
“立足”的支点与突破口———这是作为理论的教育学滞后于快速
发展的“应用性”教育学科的突出表现，也是教育理论在日益丰
富与繁杂的教育学科领域的深层次的生存困境。

（二）回归原点：指向普遍性知识与复杂性科学的

“教育学”
在“应然”的层面，我们需要进一步阐明教育学“应该”是一

门怎样的学科。回望历史事实，教育学是以“用”为目的而“引进”
的学科，而在“价值”的层面，我们仍需要去追问教育学的存在根
据。而这种探寻只能从源头上去找，即回到教育学的原点，回归
赫尔巴特，从其创立之初的历史依据与可能现实中去找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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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存在根基。
教育学创立之初，赫尔巴特致力于建立一个“具有普遍性规
律和原理的教育学”，在此基础上，教育学是“探索教育事实与方
法的普遍理论”〔2〕。因此，最初的教育学并非是指向应用的，而是
试图建立具有普遍意义的系统性理论。而在学科理论建立的过
程与方法上，赫尔巴特又避免了纯粹思辨和形而上学的理论呈

式，以“科学化”手段将它作为某种“事实”进行探讨和研究。最初
的教育学就以心理学和伦理学作为学科的支点，进而采用“观
察”、“实验”等科学的方法来提升学科知识的客观性，以避免主
观“经验”对知识的干扰。在学科知识的独立性上，尽管教育学依
托的是心理学和伦理学的支撑，但赫尔巴特早已意识到作为一

门独立的学科，教育学一方面需要借助外界的力量，以增强教育

学知识的科学性；另一方面还要具有知识的特殊性，即教育学自

身独特的概念系统和理论体系，即建立关于教育知识的普遍原

理。因而，它的《普通教育学》作为教育学学科独立的标志，其中
所诠释及解决的根本问题就是教育学学科的价值预设和独特的

知识体系。经历了几个世纪的演变，作为一门独立性学科的教育
学的价值追求逐渐淹没在纷繁复杂的各种教育思潮之中，尤其

是受到“实验教育学”（纯粹“科学主义”的倾向）和“精神科学”
（人文、历史的规定性）的双重挤压，教育学创立之初的价值旨
归———对于“普遍教育原理”的探寻被各种“实用性”的评判标准
以及分支学科对教育学“技术性”要求所替代。教育学从对“普遍
性真理”的追求降低为某种“技术性”应用的手段，遗失了其存在
之根，被沦为“工具性”的学科。同时，教育学的“普遍性理论”由
于不能满足以“实用性”为标准的现实需求，因而又遭遇到来自
实践层面的激烈指责，教育学彻底被“实用之流”所吞噬。
教育学学科自身的复杂性决定了其功能和形式的多样性。

事实上，并未有一个学科似教育学般能与如此之多的学科取得

联系与交叉，这是由教育学自身对象的复杂性所决定的。教育的
对象是人，人的复杂性构成了教育学自身动态、生成和超越性的
人本身的认识和事理性的学科本质。因而，教育学的性质并不能
简单地判定，必须是建立在事实与价值双重角度上的认知与判

断。在这一点上，“以教育活动这一实践形态为对象的教育学科，
不外乎‘教育哲学’和‘教育科学’两类”，“教育学乃是教育科学
与教育哲学的结合体，因而也是众多教育学科分支学科的整合

体”〔1〕。以此为根据，教育事实的部分需要借助“科学”（或技术）
的手段来发现，反映真实的“教育事实”及其“应用规则”；而教育
综合（普遍）的部分，则需要以哲学为参考的“价值判断”，这是教
育学朝向真理与可能性发展的必然之路。
综上分析，表面上被“分化”的教育学，在深层次上必然具有

“趋于综合”的实质性旨归，作为应用性知识的教育学与作为普
遍性知识的教育学是“根与茎”的相互依存关系，任何学科的知
识供给都不可能构成教育学的理论根基，真正的根基还存于“教
育学”内部———即作为一门独立性知识存在的“教育知识系统”。
因此，我们需要在深刻理解教育学科“复杂性”的基础上，重新建
构关于教育学普遍性知识的“学问”，即重新找寻教育学的理论
根基，使其在普遍性知识的层面与应用研究相区别，在理论与实

践的交互中，使教育学学科摆脱实用性知识的局限，以“人的可

能性”为前提，构建一个独特的教育理论视域与知识系统———这
是当前建立一个复杂性科学的教育学的根本旨归。

三、扎根本土：“中国教育学”的价值探寻
在学科性质趋于明晰的前提下，我们需要进一步澄明中外

教育学的关系，正确处理“引进”与“接受”、“改造”与“创生”的历
史命题。面对教育学在中国长期被西方思想“殖民”的事实，我们
首先应区分的是教育学学科知识中所包含的“中国性”的成分。
综观教育学在中国的整体发展路径，学科独立性建设可划分为

三个阶段：教育学中国化阶段（中西教育学在交互中的存在形

态）、中国特色的教育学阶段（与中国现实意识形态相互关联的
学术存在形态）和中国教育学阶段（以本土文化为根基的中国原

创性知识成果，见图 2）。

教育学中国化阶段 中西教育学的知识交互

中国特色教育学阶段 意识形态控制下的中国教育学

中国教育学阶段 本土化的原创性知识创生

（标志）

图 2 中国教育学学科发展的独立性阶段
在第一阶段，需要处理好“引进”与“本土改造”的关系，不能

盲目“引进”，而应有选择、有目的地引进，避免“崇洋媚外”的心
态———即外来的教育理论都是好的，外来的教育理论都能解决
好中国教育实践之用，而应以中国教育实践的真实问题为抓手，

解决好外来理论与中国实践的“适切性”问题，扎根本土，从外来
理论中获取精神养分，以启发中国教育实践的创造性理论的价

值生成。
在第二阶段，“中国特色的教育学”是与中国社会发展的意

识形态相互关联的。其在“中国性”的成分上虽多于“中国化”阶
段，但受意识形态的支配，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学在知识结构上

是趋于僵化的学术政治。此阶段典型的表现就是将“马克思主
义”的意识形态与中国的教育学发展牵强附会联系在一起，将教
育学在中国的建设表述为“以马克主义思想为指导的、具有中国
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教育学”，这种“中国特色追求中教条化地运
用马克思主义、体系情结、对相关学科的依附等问题，制造了中
国教育学研究的表面繁荣背后的贫困的窘态”〔5〕。作为一门独立
的学科，其独立性的标志不仅仅在于知识与范畴的规定性，同时

也表现为学术自由和以崇尚真理为本质追求的学科价值。在此
基础上，学科的知识不受制于外部力量（如政治、经济、社会意识
形态等），它只能遵循内部知识演进规律而独立存在。因此，中国
特色的教育学阶段，尽管教育学被赋予了“中国”的某种特质（如
将教育学进行唯物辩证法的意识改造），但在学科独立性的意义

上，此“教育学”仍然是被外部“派生”的，而非具有自主、独立和
自由的本质。
从前两个阶段来看，中国的教育学要想摆脱被外部“殖民

化”和被内部“异化”的困境，必然努力建立一个真正属于自身
的、具有独立性意义以及本质自由的学术形态。因此，“中国教育
学”（第三阶段）的建立，必须要立足本土、立足于中国的教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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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在前两者的基础上，产生中国原创性的教育学理论（知识）。
在第三阶段，中国教育学的建立需要理性看待传统与现代、

中国与西方以及借鉴与创新的关系。首先要挖掘中国传统文化
之根，深刻反思曾走过的极端批判和“推倒重来式”所带来的中
国文化贫瘠的历史事实，深刻认识到中国现代化并非是摒弃了

古典文化的现代化，而是富含了传统文化精髓的具有中国元素

的现代化。“文化自卑”不应是中国教育学应有的“情结”，而是由
“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对传统文化与传统
教育之间的“价值同构”，对教育改革中“文化自觉”的思考，对文
化传承与时代创新中的知识改造，是中国教育学存在与生长的

“价值”之维。有了文化背景与理论支撑的教育学，在面对外来文
化之时，才不至于被沦为强势文化的“殖民地”，进而摆脱曾经
“先天不足”的影响，从而避免一种反文化的现象———“一味搬用
西方教育学者在其自身文化土壤中所创构出的整套话语系统，

包括思想的逻辑与展开、模式框架的构成与呈现、概念的内涵与
表达、关系的确定与处理等，完全用这些话语系统来解释我国教
育实践的现象与问题，阐述应循取向”〔6〕。因而，“本土理论”的催
生必然是来自于本土教育的理论或实践的问题，“原创性”亦是
“中国教育学”建立的根本标志。例如，民国时期，蔡元培、张伯苓
的高校改革，梁漱溟的乡村教育，陶行知的生活教育以及黄炎培

的职业教育改革等，都是扎根于本土的教育实践以及在此基础

上蕴生的教育理论，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本土经验。只有如此，
中国的教育学才可能具有与异域文化对话的前提和底气，才能

为丰富世界的文化资源贡献出中国的学术力量。
在太长的时间里，中国的教育学忽视了自身的存在之根，习

惯性地依赖于异域理论的供给，漠视甚至剥离本土经验的知识

基础。然而，在全球化发展的今天，“本土化”作为世界的民族性
与地域划分的概念，其“中国化”的视域则更为广阔，它可视为在
中国语境下的“教育学本土化”，并将中国的教育学植入世界的

范围同时推向新的高潮。因而，我们呼吁创建一个属于中国的
“教育学”，即以中国文化传统为依托，能深刻反映中国本土文化
与教育传统的、扎根于中国教育实践的、具有自主性、独立性和
开放性的教育学学科。“其内涵不只是指教育学要从本国的文化
传统中找到自己的根、开发其当代价值，也不只是指教育学要以
本国的教育实践和教育问题作为发展教育理论之不可或缺之

源，而是指中国学者应为教育学发展做出世界性的贡献。教育学
的世界宝库中应该也有中国的原创性成果，中国教育学人为此

也要为中国教育学界与世界其他国家教育学界交流时能平等对

话、交互影响作努力！”〔2〕 ———这是未来中国教育学谋求最大
发展的历史判断与价值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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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entury of introducing and creating development path, Chinese pedagogy disciplinary，facing the
tradition and reality, foreign and native, internal discipline and external discipline extremely complicated relationship
collision，has experienced the tortuous evolution course from“Westernization--Chinese characteristics--Chinese Peda－
gogy”. Based on the value examining of pedagogy discipline nature and value pursuing for“Chinese pedagogy”，Chinese
pedagogy should avoid the psychology of quick benefits，renewedlysearch for the Chinese pedagogy development inter－
nal foundation taking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s indigenous source，carry out transforming knowledge in the process
of cultural inheritance times innovation，and establish“Chinese pedagogy”based on native educational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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